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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

刘广安

    关键词: 法家/法治 

    内容提要: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
位，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。因此，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，有必要对
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、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、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
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。 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法家对
法的起源、性质、特征和作用的论述，对成文法的公开性、统一性、稳定性、权威性、普遍性和简明性等
问题的专门阐发，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，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
通的地方。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，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，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
上，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、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、重刑治国与轻刑治
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，以供学界同仁批评参考。 

    一、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 

    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、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，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，不可分割。因
此，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。近来，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用法家有关法律可以
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，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。这些材料最为
典型的有以下两条。一是管子提出的“令尊于君”的主张。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“不为君欲变其令，令尊于
君。不为重宝分其威，威重于宝。”[1] 从“令尊于君”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，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
于君主的权力，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，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。管子非常重视法令
的作用，认为法令是“人主的大宝”。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，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，
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。细读原典，我们知道，“令尊于君”的“君”是指“君欲”，而不是指“君权”。管子不仅
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，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，就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，因为促使法律作用
的实现，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，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。实际上，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
派的法治思想中，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，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。二是管子提出的“君臣上下
贵贱皆从法”的主张。这一主张似乎已突破了“刑无等级”的主张的局限性。在“刑无等级”的法治主张中，商
鞅只提到“卿相将军”，韩非只提到“刑过不避大夫”，都没有提到君主。在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”的主张
中，已提到了法律对君主的制约作用，君主与臣民一样都必须遵从法律。在这一主张中，是否已有了法律
高于君权的思想呢？孤立地看这一句话，是会得出肯定的结论的。但把这一句话纳入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
体系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，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的，主要体现君主的意志，遵从体现君主意志的法律，正是
维护君主权力自身的需要。君主遵从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，有利于发挥君主权力的威力，而不是制约君主
的权力。在这条材料的背后，仍然是君权支配着法律的制定和运行，君权高于法律，而不是法律高于君
权。 

    所以，在法家的法治思想中，君权至上，法律处于从属地位，是为君权服务的工具，而不是制约或限
制君权的制度。制定法律、支配法律的是君主，遵守法律、受法律统治的是臣民。正如《管子·任法》中
所说：“有生法，有守法，有法于法，夫生法者君也，守法者臣也，法于法者民也。”因此，尽管在法治的
一般原则上，法家的法治理论有与现代法治理论相通或相同的地方，但在法治的最高原则上，法家君权至



上的法治理论与现代法律至上的法治理论存在着根本的差别。 

    二、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 

    因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以君权至上为最高原则的，所以，有学者把法家的法治思想总结为君本位的法
律思想。但仔细研读法家的法律思想材料之后，我认为，应该把法家的法治思想总结为国家本位的法律思
想。在君主与国家的关系上，法家把君主视为国家的象征，把君权视为国家的支柱。君主之所以尊贵，君
权之所以神圣，就是因为君主和君权都是实现国家安定和富强的依靠。如果君主不尊贵，君权不神圣，国
家的安定和富强也就没有保证。所以，管子认为：“君尊则国安”，“君卑则国危”，“安国在于尊君”。[2]在
管子的法治思想中，法令是治国的重要工具，重视法令的目的是为了“尊君”，“尊君”的目的又是为了“安
国”。“尊君”只是推行法治的最高原则，但不是法治的最终目的，推行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安
定和富强。韩非也认为，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，英明的君主就在于能够善用君权，实现
以法治国，懦弱的君主就在于不能善用君权，实现以法治国，即所谓“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
国强。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”[3]“有道之主，远仁义，去智能，服之以法。是以誉广而名威，民治而国
安。”[4] 

    从法家关于君主与国家关系的若干论述中，我们可以认为，君权至上是法家法治思想的最高原则，国
家本位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最终目标。今天评说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，国家本位的法治观
念比君权至上的法治观念具有更强的历史生命力和影响力，对当代法治思想的确立和发展，仍有重新认识
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。秦汉以来的某些君主片面强化君主的威权，以君主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
之上，以君权本位代替国家本位的法治思想，是对先秦法治思想的片面发展和恶性发展。这不能反映先秦
法家法治思想的正面内容和良性因素，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和法制史的积极方面。 

    三、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 

    重刑治国的主张是法家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。秦朝推行重刑主义失败之后，法家重刑治国的思想受到
许多政治家、法律家的严厉批判。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法家重刑治国的主张，既要看到其中的消极因素，又
要看到其中含有的某些合理因素。刑法苛酷，轻罪重刑等消极因素是应当继续批判并否定的。法家反对
“同功殊赏，同罪殊罚”，要求“赏誉同轨，非诛俱行”，“信赏必罚”和“以刑去刑”等主张，含有一定的合理
的因素，应当加以认真地分析总结并继承发展。不能因重刑主义总体特征的概括和否定，而抛弃了法家重
刑治国思想中含有的某些合理因素。对轻刑治国的主张，也要进行历史的、具体的分析，不能笼统地加以
肯定或赞扬。使用轻刑，如果不能做到罚当其罪，不能达到预防犯罪、惩罚犯罪的目的，就不能完全否定
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某些重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所以，法家反对轻刑的主张，与重刑治国的主张一样，都
值得进一步具体分析和慎重评价。 

    法家的法治思想同其它历史遗产一样，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、合理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，需要研究
者进行深入的、细致的考察分析，既要考察具体材料的细节问题，又要把握总体材料的整体联系。对法家
提出的各种具体的法治主张，不能断章取义，抓住只言片语就轻易地进行评价，做出结论。一定要结合时
代环境，掌握法家法治思想的总体联系，把具体主张置于思想体系中去分析，置于历史进程中去评价。 

    法家的法治思想内容丰富，系统深刻，但又常常与法家的政治思想、哲学思想、伦理思想互相交融并
存，难以作出孤立的分析和评价。这就需要我们运用传统法学和现代法学的理论与方法，对法家法治思想
的内容进行提炼概括，总结分析。特别要注意把法家法治思想的内容分为不同方面、不同层次，进行深入
的、具体的分析，才有利于分清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，才有利于对法家法治思想的内在
原理和科学意义作出中肯的评价，从而为现代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历史的养料。 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注释: 

    [1]《管子·法法》。 



    [2]《管子·重令》。 

    [3]《韩非子·有度》。 

    [4]《韩非子·说疑》。 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

    出处: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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